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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
——郑观应个案研究

杨华山

摘　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和企业家 ,其经济

思想颇为丰富 ,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 ,政治功利。 郑观应身为

近代企业家 ,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 ,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

国家以与泰西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 ,借鉴创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

的学习和模仿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 ,择取各国优势 ,有针对性的引

进创新 ,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 ;同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

国的镜戒。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特点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过渡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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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 ,传统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普遍意义而言 ,这种变

化当以洋务思想的出现为肇端。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则是对洋务思想的批判继承

与发展。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体系中都有较丰富的经

济思想 ,其中以郑观应相对最为完整和系统。郑观应身兼近代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

与近代企业家 ,就其经济思想来说 ,他提出了比较完备的“商战”理论 ,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机

器生产、技术力量 ,全面发展近代工矿交通商业等 ,谴责官督商办体制 ,呼吁建立良性互动的官

商关系 ;另外 ,郑观应的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亦为其他早期改良

思想家所不及。正因如此 ,郑观应颇受学术界青睐 ,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商战”理念等研

究较多。本文则从两个方面论述其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 ,试图通过个案分析透射出

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演变轨迹及社会过渡性质。

一、 政治功利:富强国家

从个人来说 ,发展经济 ,兴办工商 ,无疑以赢利为其主要目的 ,即希望“用最小限度的预付

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①。 但生活于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郑观应 ,他不仅是

一个经营工商企业的商人 ,更是一个民族意识强烈、爱国心情激切、时刻忧时伤民的思想家 ,这

注定了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兴衰。他经营近代企业的目的 ,固然为了个人获利 ,但他

总是强调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 ,堵塞漏卮 ,挽回利权 ,振兴工商 ,富强国家 ,与泰西列强颉颃 。

所以他的经济思想的政治功利色彩极为强烈。

当初作为太古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颇受器重 ,年薪丰富。李鸿章邀请他脱离买办、专任轮船

招商局的帮办时 ,他“虑官督商办之局 ,权操在上 ,不若太古知我之真 ,有合同可恃 ,无意外之

—81—



虑” ,故“心若辘轳 ,殊难臆决”
②
。对一个已颇有所成的买办商人来说 ,完全脱离买办 ,郑观应的

顾虑自在情理之中 ,但其时的郑观应已经初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 ,站在民族资本的立场

上 ,主张挽回利权 ,发展民族工商业。此种思想与其买办地位本来就是矛盾的 ,这一矛盾实际上

也是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反映。其实 ,还是买办时 ,他就投资于洋务派经营的矿业、

航运、纺织、电报各业 ,并曾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的创办及管理。在思想上对官督商办

体制的疑虑与他在行动上对洋务企业的支持貌似相悖 ,实则是统一的。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列强

的侵略是他最终决定脱离买办生涯的深层原因。所以 , 1882年 2月他与太古洋行的合同期满

时未再续订 ,旋即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 ,就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捩点 ,从

此他试图全力将经营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经验和才干用之于发展民族经济事业 ,履行其初学

商战于外人 ,“继则与外人商战”③的设计 ,实现其商战致胜的梦想。 这正是他经营近代企业政

治功利性的典型反映。

在其著作中 ,他一面批评现实对近代企业的种种束缚 ,一面提出自己的发展经济的主张 ,

往往提出一项建议接着就说 ,只要按此办理即可振兴工商 ,与西人争雄。如官商相通、官府恤商

惠工 ;制订商律、确立宪法 ;采用机器生产 ;裁撤厘金、减免出口税而加重进口税等等。 他说 ,只

要清政府效仿泰西 ,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商务机构 ,维护商利 ,“如是 ,则兴废当 ,谋画同 ,上

下之情通 ,官商之势合 ,利无不兴 ,害无不革 ,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 ,吾不

信也”④。从其企业人才观来说 ,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 ,重本抑末 ,不屑讲求商贾、农工

之学 ,造成商务经营及技术人才奇缺 ,因此必须加速培养适应近代水平要求的人才。在本国人

才不足的情况下 ,不妨引进外国人才 ,“自古成事奏功 ,未尝不借才异地”
⑤
。 实际上 ,中国近代

企业产生之后 ,在相当长时间内 ,不仅机器设备全仗进口 ,技术、人才同样仰赖他国 ,这是由当

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诚如郑观应所言: “今我国力不能行 ,所有海关、制造、矿务、轮

船、电报、铁路、纺织等局 ,创办之时因华人未谙其事 ,亦不得不借材异地”⑥。 洋务企业中的绝

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甚至一些管理人员都是外人 ,不如此近代企业无法创设和发展。有效利用

他国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是中国尽快摆脱落后局面 ,早日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但他反复

指出 ,问题在于 ,借材异域 ,薪水极昂 ,增加了企业成本 ;仰赖外人 ,又易为人挟制 ,实为中国之

耻 ;另外 ,很多受聘的洋匠既无真才实学 ,又不肯尽心尽力甚至惹是生非。所以他非常强调尽快

培养出本国的管理、技术人才以取代外人 ,既可降低成本 ,又免为他人挟制 ,这是企业利益与国

家利益紧密结合的代表之一。他屡次申述只要培养出自己的近代人才就不难赶超列强。例如

他说 ,若中国各书院人人都学习西方有用之书 ,以中国幅员之广 ,人材之众 ,竭其聪明才力 ,不

难驾西人而上之。他还说:只要中国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大学 ,认真办理 ,对留学回国人才“准给

凭照 ,优奖录用 ,则人材日出 ,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⑦等等 ,他始终将国家的强弱大

事置诸首位。

在实际操作之中 ,他也是这样做的。如任汉阳铁厂总办时 ,他对铁厂聘用的外国工师一一

详加考查 ,作出总的评价 ,辞退了一些揽权恃霸、名不副实的洋工师 ,并积极筹设机器大学堂 ,

培养本国技术人员。他建议“宜悬重赏 ,招集华匠考有外国机器大书院执照及在某厂历练者到

鄂充副总管 ,以免洋匠蒙蔽。”⑧他说: 铁厂如能解决焦炭问题 ,移熔铁炉于大冶 ,“再设工艺学

堂以教授华人 ,何虑中国不能富强 ,终为外人挟制攘夺乎”
⑨
?

再以架设电报为例。交通运输的近代化大大缩短了空间的距离 ,电报通讯手段更使市场信

息的传递快捷异常。事实上 ,各通商口岸“自洋人设立电报以来 ,华商日困 ,市情朝暮反复 ,洋商

操纵自如。”郑观应认为“是诚今日商务致病之由 ,而我国家利权之重轻亦隐受其制者也”
10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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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早期的著作《易言》中就阐述了电报不仅可以传递军机 ,而且“商贾贸易 ,藉电报以通达市

价 ,则无者常绌 ,而有者常赢”。他把电报提高到“强富之功基”的重要地位
11
。因此他希望中国

早兴电报。进招商局之前 ,他曾当过上海电报局总办 ,对办电报颇为热心 ,也是为了利用电报以

传递市场信息。正是在郑观应等人的倡导、经营之下 ,中国的电报才逐渐兴通各地 ,于军机、商

情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郑观应初入招商局 ,正是招商局受怡和、太古的压迫而股票价格下跌之时 ,他与唐廷枢主

持同怡和、太古订立了齐价合同 ,“摊分水脚以船之多少而定分数” ,招商局得多数。合同订后 ,

招商局收入日增 ,股票也随之大涨。郑观应也认为与怡和、太古的调和 ,是“迫于形势 ,为营业计

不得不然”的措施。但经此刺激 ,“扩涨之念益坚。因赴南洋槟榔屿、小吕宋、暹罗等埠察看营业 ,

拟广航路。”12考察返回后 ,他向李鸿章陈述了南洋商务情形 ,提议招商局在南洋发展航运。 此

外 ,他还多次特意提到了南洋华侨的凄苦境况 ,建议清政府派出领事常驻南洋 ,保护华侨。中法

战争期间 ,为了抗法事宜 , 1884年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重调熟悉南洋的郑观应再下南洋。这次

他到南洋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 ,但在其《南游日记》中仍有很多商务情况的记述。这是他以实

际行动直接参与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 ,并且将敌情侦探与市场调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1911

年他第二次西行长江时再次提出了开辟南洋航线的设想。 香港分局以往“以星架坡等处为大

宗 ,现在南洋群岛华人皆知爱国 ,若本局有船来往 ,则汉旗招展 ,必引起华人之爱国心 ,生意必

比别家公司胜得多。”13郑观应开拓国际市场的大胆主张体现了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敢于与

外国列强竞争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怀。甲午中日战争期间 ,为了使招商局轮船免于停航 ,郑观

应主持将招商局的轮船“明卖暗托”于德商洋行 ,这样即使在战时既可从事正常的商业营运 ,还

可为对日战争服务。战争结束后 ,招商局即被顺利收回。袁世凯死后 ,由于军阀混战 ,招商局备

受损失 ,这时有人提议仿效甲午战争时换旗的办法 ,转挂美国旗帜。但郑观应这次坚决反对。他

说: “今昔情形不同 ,国势强弱亦异。”若挂美旗 ,“美国加入欧战时 ,势必勒令我船运粮装兵” ,则

损失之巨将无法预料
14
。招商局最后采纳了郑观应的建议 ,使之免遭了一场劫难。这是企业利

益与国家利权紧密联系的又一杰作。

郑观应眼光敏锐 ,总是密切注视着国际国内的形势 ,一有变化就立即作出反应 ,在他的书

信、著作中有所体现 ,有一些还付诸行动。 中日马关谈判时 ,有开放肇庆、梧州等地为商埠的传

闻。为了先于外人在肇、梧开辟商务 ,郑向盛宣怀建议尽早派人前往探测水道 ,购地造屋。 1896

年 3月 ,他亲自带人前往肇、梧调查商情 ,勘测水程 ,筹建码头。 1897年招商局的江轮即顺利通

航梧州。《马关条约》中有准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的条款 ,其他主要列强都享有片面最

惠国待遇 ,当然都援此照办。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由商品倾销为主发展到资本输出为主的重大变

化。《马关条约》刚一签订 ,郑即很快申述了外国资本输出对中国市场的占领和对中国经济侵略

的加重 ,“方今门户洞开 ,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 ,就地取材 ,以免厘税。其

成本较土货更轻 ,诚喧宾夺主 ,以攘我小民之利。”
15
所以他疾呼我国除了士商须“猛著先鞭”之

外 ,官要助商、恤商 ,官商情通 ,以振兴商务。

时刻激荡着如许炽烈的爱国情怀 ,口言笔演 ,掷地作声 ,并付诸行动 ,作为一个买办出身的

商人 ,郑观应不说是绝无仅有的 ,也是极为罕见的。 经济思想的强烈政治功利色彩是由当时中

国的贫弱局面及其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所决定的。 但是郑观应的振兴工商 ,富强国家 ,驾西人

而上之的政治梦想始终未能成真。

经济思想的政治功利性在近代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 ,振兴中华 ,许多仁

人志士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 ,“实业救国”即是范例之一 ,这是对经济思想政治功利性的集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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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从郑观应到张謇 ,再到简氏兄弟、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 ,可以视之为“实

业救国”主张和实践发展的典型线路。

二、借鉴创新:效法列强

由于中国工业化之路是属于外源型的 ,是对西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 ,因此郑观应每论经济

方面的问题 ,无一不作中外比较。翻阅其著作不难发现 ,几乎没有一篇无中外比较的文章 ,“取

法泰西”、“仿西法”、“法泰西”、“泰西公例”、“考泰西各国”、“考外国”、“泰西各国”等语在其著

作中俯拾即是 ,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他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其比较与借鉴大致可分为两

类 ,一是对先进国家经验的借鉴 ,一是对落后国家教训的总结。

对先进国家经验的借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前 ,他经常把泰西 (包括美

国 )列强作为比较与借鉴的对象。在论述经济问题时 ,他总是首先介绍论述外国的情况 ,比较中

外大势 ,中国应如何学习西方、学习什么 ,并且常常具体到在哪一方面应学这一国家 ,在哪一方

面应学另一国家等等 ,如学习他们的企业管理体制、设立商部、制定商律、使用机器、培养近代

人才等。

1880年郑观应第二次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 ,被李鸿章任为会办。进局时他提出“专用西法

以齐众力。”即要求遵循近代经济规律。他比较西人每立一法 ,必筹之数年 ,故能处处脚踏实地 ,

“今既聘西人、用西器、讲西学 ,亦必用西法以归划一”16。 对织布局的产品质量问题 ,郑意识到

产品质量的高低与原材料的质量的优劣有直接关系 ,他与织布局聘任的美国纺织工程师丹科

“考究有年 ,乃知中土棉花丝短而硬 ,只宜织粗布 ;外国棉花丝长而柔韧 ,粗细皆宜”
17
。为了纺

织细布而又不进口外国棉纱 ,必须提高中国棉花质量 ,改良品种。 为此 ,郑观应曾试种美国棉

籽 ,可惜未获成功 ,但并未放弃 ,后来他还辑成一本《美国种植棉花法》 ,建议在我国浙、苏、台、

粤等温热地带试种外国优质棉花。

1896年 6月至 1897年 7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之职。 郑到任时 ,汉阳铁厂问题众多 ,

成本高 ,管理不善 ,不但无利可图 ,而且亏损严重。他接手后首先进行中外钢铁厂的比较。当时

汉阳铁厂钢轨每吨价约 50两 ,而“洋轨在外洋每吨价三十五两 ,虽外加运脚、保险、小工等费 ,

仍较我造甚贱”。其原因在于生铁成本太昂 ,“外洋生铁每吨十五两 ,本厂成本二十五两 ,计要三

十五两之生铁方炼得钢铁一吨。”
18
而生铁成本高一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德、美等先

进资本主义国家 ,二是因为常常停工待料 ,燃料焦炭供应不继。郑观应认为“铁厂吃亏在于焦炭

价格昂 ,厂位失宜”。他比较当时中外焦炭价格 ,英、德、美等国“焦炭价就地出售 ,每吨不过四两

左右” ,而汉阳铁厂所用开平焦炭包括损耗在内约合 15两 ,萍乡焦炭约合 10两。 另外 ,矿山在

大冶 ,炼铁厂却在汉阳 ,从大冶运矿石到汉阳 ,“大冶局费、轮驳两项合共每吨约银二两二钱。是

焦炭价昂 ,又加以许重运费 ,安能与外人比较乎?”19郑观应一直主张将铁厂就近设于大冶 ,从

经济成本考虑 ,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为当道采纳 ,他在一年的总

办任期之内 ,以西方先进的钢铁厂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 ,兢兢业业 ,加强管理 ,成效显著 ,铁厂

在他任期内共产铁 10432吨 ,超过了官办时期 ( 1893- 1896年 )的产量20。

郑观应对西方先进的工商模式及经济思想的比较和借鉴也不是简单的模仿 ,而是能结合

中国当时的实际有所创新。

为了培养近代工商人才 ,郑观应早就上书当道 ,必须依照俄国设立机器书院。 在任汉阳铁

厂总办期间 ,他至少三次向盛宣怀提议在铁厂设立机器大学堂。在人才培养方式上 ,除学习书

本知识外 ,郑观应还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为进一步促进学用结合 ,加快培养技术人才 ,他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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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地提出了创立“半工半读”模式的厂矿附属学堂的设想。他当汉阳铁厂总办时 ,向盛宣怀提

议“就近铁厂或在大别山上设一大学堂” ,以厂内外国工师充当西人教习 ,“考取略晓算法之学

生四十名定额。(上 )午读书 ,下午入厂学习机器” ,费用无多 ,“而数年间所取人材 ,不可胜用 ,较

天津、江南各处所设立学堂收效更速。”他认为这是“东半球未有之大学堂” ,将来人才辈出 ,“其

关系于中国大局 ,洵非浅鲜”
21
。可以说 ,这是一条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加快培养自己的近代工

商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捷径。 当他提出半工半读模式的机器书院时 ,“各友闻之 ,莫不皆大欢喜 ,

谓宜亟行 ,可无疑义。”22盛宣怀本人也说: “汉厂学堂自系正大文章。”23后来李维格进一步拟定

了较详细的学堂章程 ,在他主持之下终于办起了机器学堂 ,内分化算、炼铁、炼钢和机器四个专

业 ,为钢铁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这是郑观应创造性借鉴的范例之一。

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郑观应积极主张采用近代机器进行生产。从总体上来说 ,

郑观应当然知道机器生产的优越性 ,这也是近代化工商业的标志。他有许多关于引进和仿造外

国先进机器从事生产的论述 ,但他并不是简单强调采用机器 ,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变化和

发展。他说: “泰西无事不用机器” ,如种田、割稻、织布、提丝 ,甚至陶、冶、金百工之事 ,都以机器

代人。 在 19世纪 70年代初期的中国 ,正值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不久 ,由于人口

减少 ,使“工价无一不昂。 诚能以局中 (指金陵机器局 )大机 ,分造一切小机器 ,如农、桑两项之

物 ,精益求精 ,灵便适用 ,则数百金一器 , 即可敌农夫数十人之用。”
24
郑观应是针对当时人少工

昂而主张采用机器从事农业生产的 ,但一般而言 ,中国总的国情是人口繁多 ,劳动力素质低而

市场大 ,故劳动力价值低廉 ,所以郑主张采用机器的同时也兼用人力。如开矿 ,“中国开矿用人

工 ,力费而效迟 ;西国开矿用机器 ,事半而功倍。”有人说若中国也用机器开矿则将夺小民之利 ,

郑认为: “西人工贵而中国工贱 ,当以人力为主 ,人力所不及者以机器之力济之 ,则一举两得 ,然

其中有不得不用机器者。”25郑观应既强调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和客观必然性 ,又考虑到中国

人多工贱的实际情况 ,主张二者兼顾 ,这种符合国情的企业经营思想和求实的精神是其创造性

借鉴的又一范例。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 ,以中国之大惨败于“蕞尔小夷”日本之手 ,割地赔款倍甚于此前的与

英、法等国战争的结局 ;同样 ,战争对国人的刺激程度之强烈亦远甚于鸦片战争。这从郑观应甲

午战争后的著作和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也可得到说明。郑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初版于 1894年 ,

1895年即新出了增订本 ,尽管其间只有一年的时间 ,但因有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对中国的重

大影响 ,故其书中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动之外 ,经济方面的内容变动也较大 ,尤其是针对

日本在中国商务的扩展、外资在中国设厂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日两国一衣带

水 ,文化相近 ,而日本由弱到强 ,可资中国效仿和学习的地方比西方列强更多 ,因而此后郑观应

在重视西方的同时 ,将比较与借鉴的砝码更多地倾斜于日本。

对日本能够由弱到强、由贫到富 ,郑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说 ,日本不过是一岛国 ,物产

不多 ,受西人之害 ,国势已形岌岌 ,但明治维新后 ,“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 ,洞识通商利害” ,是以

仿行西法 ,特设商部 ,集思广益 ,精益求精 ,“故二十年来 ,商盛课增” ,国家富强
26
。郑观应还注

意到 ,日本在商务方面不仅“处处借西邻为先导” ,效法西方列强 ,而且“事事以中国为前车” ,吸

取中国教训 ,因此工商发展迅速 ,对外贸易也由入超转为出超。

相比之下 ,中国近代工商起步要比日本早 ,但“以日本之小 ,且受其益 ;以中国之大 ,乃重受

其害者何哉?”郑观应认为 ,中国之病因“在讲求商务之无人” ,推原其故 ,“上在官而下在商”27。

官不能护商而病商 ,而工商业者则普遍缺乏经营近代工商的才能。郑还举例论证日本政府恤商

的措施和实效。甲午战争期间 ,中日交战六个月 ,日本“邮船会社租船与国家 ,除一切费用外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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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银一百四十万元” ;中国的情况呢? 招商局与之相比不仅虚耗不少 ,“且所载湘军水脚照章八

折 ,尚彼此推诿 ,经岁未付 ,而商局之受损良多。”
28
辛亥革命前夕 ,郑观应第二次从上海出发逆

长江西上重庆 ,调查商务 ,他探讨了日本轮船公司在中国扩展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国家的保护

奖励。中国既已落后于日本 ,亟应总结日本成功的经验 ,学习其恤商惠工政策 ,设立各级商务机

构 ,加快培养实学人才 ,培养之法“仿日本师范学校” ,学用结合29。总之 ,“一法日本 ,振工商以

求富 ,为无形之战 ;一法泰西 ,讲武备以图强 ,为有形之战。”30郑观应对赶上日本充满信心 ,认

为日本能做到的 ,中国也应做到。他说 ,日本改行新法 ,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取代外人 ,“日本

能行 ,我讵不能行?”
31
“转而相师 ,用因为革 ,舍短从长 ,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 ,驾而上之

犹反手耳。”
32

郑观应比较与借鉴的第二类对象是世界的另一极 ,即类似于中国的受到列强蹂躏的弱国

和小国 ,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埃及、波兰及非洲各国等。 这些国家不能自强 ,工商不振 ,或

被瓜分 ,或为他国侵占 ,实足为中国之鉴。如由于教养无方 ,人才不兴 ,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

国“先后沦亡如出一辙”33。 缅甸、越南不讲西学 ,不办洋务 ,致使国家衰弱 ,“其贤者蹈海而沉

渊” ,不贤者厚颜而苟活34。 我国若不讲求富强之策 ,借债无方 ,“其不继五印度、朝鲜、安南、埃

及之覆辙而受天演所淘汰不止也。”35土耳其、波斯等国 ,“因欠债过重 ,行息过多 ,致利权授于

他人 ,国势浸形微弱。”36这些失误或教训 ,中国同样应该认真研究 ,尽量避免。

上述两类一强一弱的对比反差极为强烈 ,一正一反的说理透彻 ,令人信服 ,促人深思。

大至国家的经济政策、商务战略 ,小到具体的工商管理、细枝末节 ,郑观应每每进行不厌其

烦的中外对比 ,希图当局择善而从 ,最终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不仅仅限于以上两个方面。思想超前的现实冲突、中西圆融的

文化渊源同样也是其重要的特征 (这两个特点将另文专论 )。 近代中国早期的经济思想产生于

当时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 ,印染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 ;个人的经历学识、生活环境又使思想家

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因此 ,郑观应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特点既属于他自己 ,也具有共

性 ,透视出近代社会的过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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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 1999年度项目揭晓

我校 7项课题中标

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知 ,我校共有 7项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1999年度立

项资助 ,批准经费总额 22万元。 199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竞争激烈 ,全国共上报项目

近 5000项 ,经过淘汰最后评审立项约 400项 ,中标率为 8%。我校申报总数为 41项 ,中标率为

18% ,居申报单位中标率之首。湖北省共有 38项课题获准立项 ,项目数除北京地区外在全国排

位第一 ,我校立项屡在湖北稳居第二。

我校获资助的课题及负责人为:英美诗歌的形式、技巧和批评理论研究 (聂珍钊 )、传统文

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俞思念 )、变译理论研究 (黄忠廉 )、国家创新体系的信息消费结构研究

(况能富 )、依法治国和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级党组织领导问题研究 (姚锐敏 )、现代汉语的同位

组构和名词的语义特征 (刘街生 )、期货犯罪的罪名体系研究 (孙大雄 )。

(周政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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